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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阐释的标准
———中国文学阐释学的基本问题之一

李春青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

摘　 要： 一切学术研究都指向“真”，否则便不能称之为学术研究。 自然科学所追求的是事实之真，人文学术追

求的是道理之真。 阐释是人文学术最基本的方法。 阐释既不是主观任意的，也不是客观被动的，而是一个双向互动

的过程。 阐释指向意义，意义不是文本固有的，也不是阐释者赋予的，它是在阐释关系中被生产出来的。 对于阐释

的结果，也就是文本意义，应该如何判断和评价？ 如果说“道理之真”乃是关于阐释的评价标准，那么究竟何为“道
理之真”？ 它与“事实之真”有何差异？ 在这个问题上，古人的智慧，例如墨子的“三表法”，依然有重要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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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通常认为，自然科学以追问真相为根本目

的，人文学术则以意义建构为根本目的；自然科学以

实证为基本方法，目的是揭示事物自身的客观性，人
文学术以阐释为基本方法，旨在表达关于某事某物

的理解。 大体上说，这种观点并不错，然而如果进一

步追问，这两种学术研究既然在研究目的和研究方

法上都存在根本差异，那是不是意味着它们有着完

全不同的评价标准呢？ 换句话说，阐释也罢，实证也

罢，如何衡量其结果的有效性或合理性呢？ 自然科

学的“追问真相”当然是以“真”为评价标准，研究结

果与研究对象的客观性相符合便是“真”。 那么人

文学术呢？ 意义建构的评判标准是什么？ 颇为可怪

的是，在了解了古今中外人文学术的一些经典著述

后，就不难发现，意义建构同样也是以“真” “假”而
非“善”“恶”或者“好”“坏”为评判的基本标准。 凡

是自认为是学术而不是宣传或者意识形态话语的，
可以说，一律把“真”作为主要评价标准。 没有哪位

学者会说，我的研究虽然都是假的，但是有用，对社

会人生有好处。 于是“真”乃成为一切严肃的学术

研究的基本评价标准。 就中国传统而言，汉学、宋学

差异之大，判若云泥，但都是通过对经书的阐释来寻

求“圣人之意”，换言之，汉唐经生和宋明道学家心

目中都有一个真的“圣人之意”在。 这当然是一种

“求真”。 西方哲学，从柏拉图（ Ｐｌａｔｏ）到海德格尔

（Ｍ．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历两千多年，始终以追求真理为目

标。 尤其是近代以来在主客体二元对立认知结构的

框架下，探寻真相、追求主客体相符合几乎是一切学

术研究的根本目标。 彻底颠覆传统思维模式，例如

二元对立认知结构的后现代主义又如何呢？ 其实也

同样是在 “追问真相”。 福柯（Ｍ．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的知识

考古学、德勒兹（Ｇ． Ｄｅｌｅｕｚｅ）的“块茎理论”以及德

里达（Ｊ． Ｄｅｒｒｉｄａ）的解构理论，从根本上说无非都是

想揭示“知识”生成机制和存在状态的真相，从而推

翻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知识理论。 在他们看来，
传统的知识理论是不真实的，自己的理论才最接近

真相。 可知，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在其从

业者眼中都是严肃的学术研究，是排除了主观好恶

之后的客观认知，因此真与假的问题便成为根本问

题，“真”与“假”也就成为判断学术研究优劣高下的

基本标准。 相对而言，政治伦理、宗教信仰等意识形

态建构则不属于这两大学术系统，准确地说，它们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而是属于教化范畴，对此

８２



类言说主要是信与不信的问题，而不是真与假的

问题①。
显而易见，阐释作为人文学术的基本方法，对其

有效性的判定同样要以真假为标准。 但是阐释并不
指向事实，而是指向意义，因此，阐释之真乃是意义
之真或道理之真，又称为“人文真”②［１］，不同于自然
科学的事实之真、规律之真③。 那么究竟什么是意义
之真或道理之真呢？ 这就是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一、文本含义与文本意义

文本，包括文学文本和各种文化文本，并不是铁
板一块，它具有多维性和开放性。 面对不同主体，文
本会展示自己不同层次的样貌。 对于文本的构成，
有多种不同的划分方式。 例如，在文学文本的层次
划分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在西方是英伽登（Ｒ． Ｉｎｇａｒ⁃
ｄｅｎ）④，在中国是童庆炳先生⑤。 参考前辈的观点，
再验之以自己和他人的阅读经验，从阐释学的角度
将文本（包括但不限于文学文本）分为语言符号层、
含义层和意义层。 毫无疑问，语言符号是文本最基
本的层面，这个层次的文本通常由语音、书写的或铅
印的文字（图画）构成。 显然这是文本最具有物质
性的部分，是载体。 含义层是语言符号最基本的意
指，以及由这些意指所构成的完整表达：包括人物、
事件、场面、情节、道理等。 意义层是指在文本含义
层背后隐含的各种可能性因素：原因、表征、意味、效
用等。 语言符号层是文本的物质构成，是客观部分；
含义层需要在读者阅读过程中实现，因此具有一定
程度的主观性，但由于语言符号的约定俗成性，因而

在特定语境中文本含义同样具有客观性和稳定性；
意义层是文本含义衍生性因素，是阐释者与文本含
义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严格说来并不属于文
本所固有，只是相对于特殊读者，例如阐释者，它才
会显现出来。 如此看来，文本意义实际上乃是文本
具有的一种潜在可能性。 如果说阐释者是无限的，
那么这种意义可能性也就是无限的。 对于文本的这
种不同层次的划分，实际上是预设了文本和接受者
之间的不同关系。 语言符号层预设了接受者与文本
之间的认知关系，任何读者都需要和文本的语言符
号层建立关系，否则就不会发生任何阅读事件。 文
本的语言符号层既是一个看门人又是一位向导，只
有通过它才可能进入文本的意指世界之中。 文本的
含义层预设了接受者与文本之间的认知和欣赏的关

系。 例如面对文学文本，接受者先是了解其所说，然
后是欣赏其所以说。 这种关系的建立需要主体方面

的一些必要条件，如一定程度的文化修养和趣味水

平，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和能够阅读文学或者哲

学、历史等书籍的。 文本的意义层预设了接受者与

文本之间的阐释关系，只有极少数专业的研究者才

能够与文本建立这种关系。 阐释关系使文本含义的

关联性因素从可能性成为现实性，并获得话语形式。
在接受者与文本的这三种关系中，文本和接受者各

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在认知关系中，语言符号具

有无可辩驳的主导者地位，它要求接受者必须无条

件服从自己。 戴震的“读经先须识字”之说就是这

个意思。 语言符号意指的客观性要求接受者尽量压

制自己的主观性和创造性，跟着文本给出的路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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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都塞（Ｌ． Ａｌｔｈｕｓｓｅｒ）在《保卫马克思》（Ｐｏｕｒ Ｍａｒｘ）一书中提出著名的“认识论断裂”说，把马克思（Ｋ． Ｍａｒｘ）的思想

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思想主要属于“意识形态”，后期思想主要属于“科学”，转折点在 １８４５ 年，标志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

（Ｆ． Ｅｎｇｅｌｓ）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Ｄｉｅ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Ｚｄｅｏｌｏgｉｅ）。 而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乃是马克思的思想从“意识形态”向
“科学”转变的标志。 阿尔都塞说：“这种‘认识论断裂’把马克思的思想分成两个大阶段：１８４５ 年断裂前是‘意识形态’阶段，
１８４５ 年断裂后是‘科学’阶段。”根据阿尔都塞的逻辑，“意识形态”具有先进和落后、积极与消极之分，科学则只有真与假之

别。 参见：阿尔都塞． 保卫马克思［Ｍ］． 顾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１４．
这个概念是张江教授提出的，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解决阐释，甚至是整个人文学术的评价标准问题的可

贵尝试（详见下注）。 可以说，我的这篇文章就是受到张江教授的“人文真”概念启发而写的。
张江在《“公共理性”辨义》一文中提出“人文真”的概念，旨在解决阐释的标准问题。 他说：“人文真是信念真，是认知

过程中的普遍承认与信念建立。 即便有伪，也不妨碍其真。 中国文字哲学中，‘真，诚也’；‘诚，信也’。 可以证明人文真是以

诚为真，是以信为真。 在不同思想的对话中，阐释者之间的主观一致，相互确信，相对普遍地共同默认，乃人文真之本质，我们

称之为信念真。 这是人文真、信念真区别于自然真、科学真的根本之点。”这是很有见地的观点。 “人文真”之有别于自然科学

之真的根本之处正在于阐释共同体的共同承认和接受。 而在张江看来，阐释共同体对真假的认定乃是基于“公共理性”。 参

见：张江． “公共理性”辨义［Ｊ］． 探索与争鸣，２０２５（４）：４８．
波兰现象学美学家英伽登把文学作品分为四个层次：语言或语音层、语义或意义层、对象或客体层、形象或图式化外

观层。 参见：英伽登． 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Ｍ］． 陈燕谷，晓未，译．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８８：１６ － ５６．
童庆炳先生把文学作品分为三个层次，即文学言语层、文学形象层和文学意蕴层。 参见：童庆炳． 文学理论教程［Ｍ］．

修订 ２ 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２０６ － ２１４．



在了解和欣赏关系中，接受者的主观性加强了。 他
必须参与到人物、场面、情节故事的创造过程中，借
助于语言符号给予的信息，建构完整、具体而形象的
假想世界。 用接受美学的话说，就是去填充文学文
本作为“召唤结构”留下的“空白点”。 在这重关系
中，接受者的主观性得到一定程度的显示，但文本的
作用依然不容忽视，它规定着接受者创造性的程度
与范围。 在阐释关系中发生的事情，实际上是阐释
者在文本含义给出的范围内进行的意义生产行为。
因为如果没有特定阐释者，则某种文本意义就永远
不会出现。 相比之下，在阐释关系中，主观性就更凸
显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文本意义是任意的，文本
意义和其赖以生成的阐释行为都具有客观规定性，
在这里并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阐释行为之所以有着更明显的主观性，从根本
上说是因为阐释不是关于对象（例如一个文化文
本）本身事实性存在的言说，而是对其各种关联性
的理解。 人人一望而知的因素就是事实性存在。 对
于阐释行为而言，则作为对象的文本直接给出的东
西就是事实性存在。 例如一部小说有怎样的人物和
情节，讲了怎样的故事等，关于小说文本这些内容的
言说不是阐释而是概述、复述或欣赏；对这些内容的
一般性评价，例如评论小说某个人物如何生动、情节
如何曲折、语言如何优美等，也还不能算是阐释，只
能算是鉴赏性批评或修辞性批评。 阐释指涉着对象
的关联性存在。 所谓关联性存在是指那些在文本直
接给出的内容上无法直接看到的因素，但它们与文
本直接给予的因素存在密切联系。 以《红楼梦》为
例，人物、人物关系、情节以及各种场面都属于事实
性存在，而文本通过人物、事件传达出来的对于社会
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态度以及各种隐在关系则属
于关联性存在。 如说贾宝玉对仕途经济不感兴趣，
是一个没有机心、纯一无伪的人物，这是对人物的概
括，是关于事实性存在的言说，不属于阐释；说贾宝
玉是凝聚着佛道或者阳明心学超越性精神追求的文
化符号，代表了一种理想主义人格境界，这不是从文
本中可以直接读出来的，因此是阐释的结果。 一个
文本或一个文化符号之所以需要阐释，正是因为它
直接给出的内容背后都关联着复杂的政治、经济、文
化等因素。 一个文化文本或文化符号之所以能够在
文化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为不同时代的人们所关注，
正是由于它们都具有复杂的，甚至是千丝万缕的关
联性因素。 一般而言，文本的这种关联性因素越复
杂，它的可阐释性空间也就越大。 但是这些关联性
因素本身还不是意义，在它们被阐释之后所得到的
结果才是意义。

意义是人文学术所追问的目标，阐释是人文学
术研究的基本方法，阐释指向意义。 意义不是客观
存在的，它是在阐释过程中才生成的。 也就是说，阐
释具有生产性。 文本的事实性存在是客观的，任何
人只要受过某种程度的教育，都会很容易了解到这
些内容。 文本的关联性因素虽然不像事实性因素那
样是直接给予的，但同样也是客观的，任何读者，只
要达到相当的文化修养，都能够从文本给出的事实
性内容中看到这种关联性。 相比之下，文本的意义
则要复杂得多。 意义离不开事实性因素，因为没有
事实性因素也就不存在关联性因素，意义便无从产
生。 意义以关联性因素为直接的客观基础，但不等
于关联性因素。 贾宝玉作为一个丰满的人物形象，
他身上存在着复杂的关联性因素，涉及中国古代社
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文人雅趣等诸多方面。
这种蕴含于文本中的关联性因素虽然不是每个读者
都可以意识到的，但它们毫无疑问是客观存在的，也
属于文本固有因素。 这两个层次的内容都可以称为
文本含义。 文本含义最大的特点是固有的可传达
性，就像一个词、一句话在特定语境中可以传达固定
的意思一样。 文本意义则没有这种固有的可传达
性，它仅仅存在于具体的阐释过程中，为特定阐释者
所独有。 一般读者根本看不出来。 只要有阅读，文
本含义就会显现，它向着有阅读能力的大众开放；只
有在阐释中，文本意义才会现身，它仅仅钟情于眼光
独到的阐释者。 一般阅读与阐释有着根本性差异，
前者主要是接受性的，根本上是一种娱乐性质的精
神消费；后者则是严肃的学术研究，是创造性的精神
生产活动。 所以完全可以说，对于一般读者而言，文
本意义是不存在的，也是不需要的。 根据这个道理，
文学阐释与创作、文学欣赏，以及一般的鉴赏性批评
完全不搭界，不属同一领域。 文学阐释不是为作家、
读者和批评家服务的，没有义务给这些人提供建议
和指导。 文学文本被创作出来之后就成了一种客观
存在的、具有公共性的精神文化现象，因而也就有资
格成为阐释对象。 阐释是一种学术研究行为，阐释
的结果也只有在学术领域才有存在的价值。 因此
“反对阐释”之类的呼吁完全混淆了一般性阅读、欣
赏性阅读和学术研究的界限，可以说是毫无意义的
无的放矢。 在自然科学中，“马尾巴的功能”是值得
研究的课题，在人文学术领域，杜甫诗作的“沉郁顿
挫”、李白诗歌的“飘逸豪放”究竟“意味着什么”也
是有阐释价值的问题。 人文学术的确没有使用价
值，用功利的眼光看，是毫无用处的。 但是，如果说
一个人在劳动、饮食之余的闲谈、遐想、思考、欣赏风
景或者揽镜自照是需要的，否则就不成其为人，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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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了人文学术，人类也就不成其为人类。
文本含义是一般性阅读和文本阐释的共同基

础，不了解文本含义，欣赏、批评和阐释都无从谈起。
文本的事实性内容和关联性因素都属于文本含义范

畴。 文本含义具有客观性，读者接受过程出现的差

异是有限度的差异。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

雷特”，这是不错的，但是出现在一千个读者心中的

都是哈姆雷特，而不会是克劳狄斯或麦克白。 我们

只能说人物形象具有一定弹性，而不能说它根本没

有确定性。 文本含义是文本借助于文字的确定性给

出的同样具有确定性的内容，它本身并不能随着读

者的个体性而发生根本性变化。 相比之下，文本意

义就不具有文本含义这样的稳定性。 文本意义是阐

释的结果，而阐释不同于一般的阅读，它是阐释者借

助于复杂的理论、方法和独特视角对文本含义的独

到理解，是特有的知识结构、文化修养、趣味以及包

括悟性在内的种种个性特征综合而成的阐释主体与

文本含义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 因此，作为阐释结

果的文本意义是生成性的、开放性的，理论上说具有

无限可能。 阐释创造意义、生产意义，是一种具有独

创性的精神生产活动。
那么应该如何确定文本意义是不是阐释者的主

观意见？ 阐释行为及其结果究竟如何获得普遍认同

从而具有有效性？ 这显然都是值得进一步深入讨论

的话题。

　 　 二、含义之真与意义之真

如前所述，对于真正的学术研究来说，“真”绝

对是最重要的评价标准。 以功利目的为主导的言说

是宣传，是意识形态建构，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学

术研究。 凡是学术研究无不以揭示某种真相为鹄

的。 阐释是人文学术的基本方法，当然也就存在真

与假的问题。 那么，面对一个关于文学的或文化文

本的阐释，应该如何判断其真假呢？ 或者说，面对关

于同一文本两种完全相反的阐释，何者为真，何者为

假？ 如前文所述，文本向一般读者显现其含义，只有

面对阐释者才显现其意义。 这就是说，文本之真具

有含义之真与意义之真的区别。 含义之真基本上与

传统认识论的“符合论”相近，是指读者对文本的理

解与文本含义相符合，即比较准确地把握了文本传

达出来的意思。 例如，一位读者看完《水浒传》之后

了解了其中的人物和情节，也明了了“逼上梁山”
“江湖义气”之类浸透在人物和情节之中的道理，这
就算是把握了这部古典小说的“含义之真”。 对此

一般的读者都大同小异，不会有太大出入。 读者与

作者之间、读者与读者之间的所谓“共鸣”，主要是

在这个层面上发生的。 简言之，通过阅读，你把握了

文本向你呈现的那些内容，你就获得了 “含义之

真”。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真”与“假”
不是在文本与其所表现的内容这个维度上说的，而
是在接受者与文本的关系维度上说的，因此，即使一

部在表现社会生活或人的感情方面很虚假的文学作

品，也可以给人含义之真，读者对其虚假的准确把握

便是真。
相比之下，文本的“意义之真”就要复杂得多

了。 在这里，传统认识论的“符合论”标准显然是无

效的。 道理很简单，由于意义不是先在地存在于文

本之中，而是在阐释者与文本建立的阐释关系之后

才生成于这一关系之中的，因此自然就不存在谁与

谁相“符合”的问题。 那么意义之真如何确定呢？
在我看来，意义之真不是来自主客体相符合，而是来

自它在特定共同体中获得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因而

具有明显的后设性质。 文本意义既有主观性又有客

观性，既是个别的又是普遍的，因之，文本意义之真

也就是这种矛盾的统一或两种相反方向的“力”构

成的张力平衡状态。 所谓主观性是指阐释主体所特

有的独到视角，这是意义产生的主观条件，没有它也

就不会发生意义事件。 举例说，如果意义是燃烧的

火焰，文本含义是可以燃烧的干柴，那么阐释者独特

视角就是火种。 没有火种，火焰便无从产生。 正是

从这个意义上说，意义是生成的、变动不居的，也是

具有主观性的。 王阳明的山花之喻也可以说明这个

道理①。 实际上王阳明和他的友人谈论的并不是同

一个层次的问题。 友人问山花在不在，是关于事实

之真的追问，阳明回答的“同归于寂”和“一时俱明

起来”是属于意义之真范畴的问题。 根据常识，我
们走过山坡看到有一树山花灿烂地开着，自然可以

推知刚才我们没走过来的时候，这树山花已然存在

在那里了。 这在常识层面是毋庸置疑的，是事实之

真。 但是王阳明把这个问题提升到意义之真的层面

来思考，于是才会有“寂”与“明”的问题。 “寂”是

意义未显之时，“明”是意义生成之时。 所谓“目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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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传习录》载：“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

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参
见： 王守仁． 传习录［Ｍ］． 萧无陂，校释． 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１２：１５９．



道存”者，此之谓也。 一座山矗立在那里，没有人去
仰视它，其山之“高”便不存在，“山”与“山之高”一
个是事实之真，一个是意义之真，自是不可同日而
语。 王阳明思想深邃，总是超越事实之真而在意义
之真层面思考问题，因此非秉持日常思维者所能理
解。 同理，面对一个文学文本，欣赏者和鉴赏性批评
者看到的是事实之真和含义之真，从中得到审美愉
悦或者美之为美的原因；阐释者关注的是意义之真，
从中得到的是对文本的独到理解或洞见，二者完全
不在一个频道，因此站在其中一个立场上否定或要
求另一个是没有道理的。

阐释和文本意义的客观性，首先表现在阐释主
体与阐释对象所建立的阐释关系是非任意性关系
上。 阐释主体不是一般的读者或者批评者，他不仅
需要充分把握文本含义，也需要有足够的知识储备、
独到的视角与方法，对文本含义进行深入剖析，更重
要的是，他还必须把自己设定为一个遵守特定学术
规则并且具有明确阐释目的的专业人士。 因此阐释
主体与阐释对象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也必然是一种
合乎规范的关系，是一种既不同于一般的认知关系，
也不同于审美的或鉴赏关系的独特关系。 这种规范
性当然是来自学术共同体和学术传统，不是任何个
人规定的。 换言之，阐释关系具有某种客观规定性，
并且对于阐释者具有反向的约束和规范，只有接受
和遵守这种约束与规范的阐释者才真正成为阐释主
体。 一个面对阐释对象并准备对其展开阐释的人，
就可以称为阐释者，而只有当他进入阐释关系之后
才真正成为阐释主体。 阐释者一旦进入阐释关系成
为真正的阐释主体之后，其所思所想就不再是作为
一般的个体人，而必须按照一定研究规范来展开，这
也就使得阐释行为本身及其结果必然具有某种客观
性。 其次，阐释和文本意义的客观性还表现在文本
意义一旦作为阐释结果被表达出来，它就不再是阐
释主体的所思所想，而是成为一种公共话语，进入特
定学术共同体之中。 成为公共话语的文本意义也就
获得了客观独立性，从而参与到众声喧哗的学术对
话之中。 例如，朱熹的《四书集注》绝不仅仅是对
“四书”的文字训诂，更主要的是意义阐释，是朱熹
对“四书”文本的理解。 这种理解一旦被书写出来
并流布开来，它就获得客观独立性而不再为朱熹个
人所有。 最后，文本意义的客观性还表现在它成为
学术话语之后还会在很大程度上摆脱来自文本的限
制而获得独立性。 例如，郭象的《庄子注》是对《庄
子》一书的阐释，其阐释结果就是《庄子》的文本意
义。 然而这种文本意义却不一定总是附属于《庄
子》一书，当《庄子注》成书并广泛流传之后，这种原

本依附于《庄子》的文本意义就获得了客观自在性
和独立性，作为一家之言而进入到玄学对话之中。
同理，朱熹的《四书集注》虽然是对“四书”的阐释，
但实际上其所揭示的意义早已远远超出“四书”原典
文本的意指范围，从而成为“新儒学”的典范之作。

文本意义显现为一种具有客观性的话语形态之
后，就具有了在学术共同体中对话的可能性，也就成
了被评判的对象，于是便有了真假之别。 对于自然
科学来说，主观认识符合客观事物的性质就是真，这
完全可以通过实证性手段来确证。 对于文本含义来
说，读者的解读符合文本表达出来的意思，那就是
真，这可以通过读者间的交流来印证。 相比之下，对
文本的意义之真的判断就要复杂得多，有的时候似
乎很难找到判断其真假的方式。 例如面对后现代主
义的解构性阐释就是如此，后现代主义思潮整体趋
势虽然依然是以“追问真相”为目的，但它却又以否
定人文知识的客观性与真实性作为自己的主要任
务，后现代主义所求之真就是证明以往的人文知识
之假。 以往人文传统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产物，是
权力运作的结果，是宏大叙事，因此都是虚假的，是
人们的自我欺骗，这就是后现代主义所追问的真相。
对后现代主义来说，我的任务就是揭示你的假，你的
假就是我的真，至于还有什么别的真，对不起，这不
归我管。 后现代主义把传统认为的具有真实性甚至
真理性的知识系统，一概视为权力话语或意识形态
建构，从而否定其客观性和真实性。 其否定的力度
很大，成就足以振聋发聩，但是并没有真正解决人文
学术何者为真的问题。 如果一切皆假，根本无真可
言，就等于否定了人文学术存在的合法性，也否定了
后现代主义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这种解构的结果便
是自我解构。 这显然是有问题的。 那么究竟应该如
何判断文本意义或文本阐释的真与假呢？

以上我们阐明了阐释和文本意义的客观性问
题，但是客观性仅仅是使其能够获得真假评价的可
能性，它本身并不等于真。 因为假的东西也同样可
以具有客观性。 也就是说，阐释和文本意义之所以
有真和假的问题，是因为它们具有客观性，并不是任
意言说，但一种阐释或文本意义究竟是真是假，那还
需要有更具体的检验方式。 对此我们可以借助古人
的智慧来阐明之。 《墨子》卷九《非命上》有云：

子墨子言曰：“言必立仪，言而毋仪，
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

辨，不可得而明知也。 故言必有三表。”何

谓三表？ 子墨子言曰 ：“有本之者，有原之

者，有用之者。 于何本之？ 上本之于古者

圣王之事。 于何原之？ 下原察百姓耳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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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于何用之？ 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

百姓人民之利。 此所谓言有三表也。” ［２］

这就是墨子著名的“三表法”。 关于“三表法”的含
义与意义历来论者甚多，在我看来，其中最为精审者
当属张岱年先生之论：

关于真知表准之问题，墨家之三表说

最为宏卓。 西洋哲学关于真知表准之说，
大致有三，即相应说、通贯说、实用说。 墨

子之说，实兼含此三说之长而无其短。 惟

关于第二表耳目经验，墨家所说尚欠精密，
至汉代王仲任乃有更进的说法。 宋张子以

共见共闻为感觉之真之表准，以断事无失

为学说之真之表准，立说亦甚精湛。［３］

此论认为墨子之说兼具西方传统关于知识之真的三
种评判标准之长而无其短，这显然是极高的评价。
墨子所说的“仪”和“表”，用今天的话说，都是“标
准”的意思。 墨子的意思是说，对于一个人说的话
一定要有普遍认可的标准，否则便无从判断其真假
对错了。 墨子当然有其具体针对性，是彼时历史语
境的产物。 我们作为借鉴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剥
离历史纠缠”（陈伯海语），而赋予其普遍性。 对于
所谓“上古圣王之事”，不必管他是指尧舜禹还是汤
文武，而是可以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理解为历史经
验，而且是那些有代表性的历史经验。 人文学术本
质上乃是人类生存智慧的积累与传承，因此历史经
验对于人文知识来说可谓至关重要。 “本”就是根
据，“本之”就是以之为依据的意思。 不依据于前人
的经验，一种言说就必然成为无本之木。 因此以历
史经验为判断人文知识真伪的根据毫无疑问是有道
理的。 但是仅仅有历史经验这一项衡量标准还不
够，因为社会在发展，时移而事异，事异而备变，还要
验之于今天的经验。 墨子有鉴于此，于是以“察百
姓耳目之实”为“原之者”。 所谓“原”与“本”意近，
也是作动词，是“以之为据”的意思。 “百姓耳目之
实”可以理解为现实经验，而且是具有普遍性的现
实经验。 至于“用之者”，在墨子那里讲一种治国之
术的实际效果，我们可以引申为“效用”。

在人文学术领域，墨子的“三表”之说是具有普
遍意义的评判标准，但是还必须根据学术研究的特
点加以具体化才行。 对于“上古圣王之事”我们已
经泛化为“历史经验”，不执着于圣人帝王之说。 对
于学术研究来说，历史经验有两层含义。 首先，古代
的社会状况、历史事件以及文化创造对今天的学术
研究所提供的借鉴意义。 人文学术根本上就是研究
人的，历代典籍所记载的人和事都是极为重要的参
考资源。 而且任何文学或文化现象都是在具体历史

语境中产生与存在的，对历史经验的重视也就是持
一种“历史化”的研究立场，这对于衡量一种阐释的
真与假是至关重要的。 其次，对于学术研究来说，
“历史经验”还可以进一步具体化为“学术史经验”
或“学术传统”。 阐释行为是否具有合理性，作为阐
释结果的文本意义是否是真的意义，这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它们是不是符合学术传统，即是不是学术
史合乎逻辑的展开。 学术研究是个体的事业，但并
不是任意而为之事，自有其统序和规则。 不在统序
之中，不按规则言说，谓之野狐禅，所谓不入流者是
也。 对以往学术的阐发、衍义、补苴罅漏、超越乃至
于否定，均属于在统序之中言说；倘若所言之事、所
用之术语、所遵照之规则均在学术统序之外，即使饱
学之士亦不知所云，如此言说即为自说自话，不属于
学术研究范围。 对学术史的充分尊重，在学术统序
之中“接着说”，应该是真正学术研究的正途。 即使
像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种种耸人听闻的“奇谈怪
论”，也都是在西方的学术传统中立论的，只不过主
要是对自己赖以产生的那个传统的深入反思和批判
而已。 从某种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比近现代以来
许多思想流派与古希腊哲学传统有着更紧密的关
联。 中国的情形何尝不是如此？ 李贽在《焚书》和
《续焚书》中表达的所谓“离经叛道”之论，实际上都
是先秦儒学思想合乎逻辑的展开，是阳明心学之后
儒学中某派思想发展到极致的产物。 李贽在自刎前
说自己的学说“于圣教有益无损” ［４］，那是发自内心
的话，而且也是符合实际的。 在某种意义上说，卓吾
之学才是真儒学。 因此，是否以扎实深厚的学术史
知识作为阐释行为的基础，作为其阐释结果的文本
意义是不是在学术统序中合乎逻辑的展开，即推陈
出新，是检验阐释及文本意义真与假的重要标准。

墨子所说的“察百姓耳目之实”，如果作引申理
解，那是对当下社会普遍经验的强调，所谓“当下社
会普遍经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共识”。 这种“共
识”对于学术研究的意义也有两个层面。 首先，当
下社会大众的生活经验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具有不容
忽视的重要意义。 学术研究固然是超越人们日常生
活经验的高层次精神活动，但是必须植根于人们的
普遍经验，否则就会成为无本之木。 即使像谢林
（Ｆ． 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黑格尔（Ｇ． Ｗ． Ｆ． Ｈｅｇｅｌ）这样的思辨
哲学家，其哲学范畴、命题也需要受到生活经验的检
验和印证，绝非纯粹的逻辑演绎。 例如，无论是“绝
对同一”还是“对立统一”，都可以视为对生活经验
的概括和升华，只不过他们的概括与归纳并不一定
都符合生活经验的实际而已。 而且一个时代人们的
日常生活中蕴含着或者生成着一种普遍性的心理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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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即社会心理。 此一时代的一切精神文化创造无
不植根于此，这一见解曾被认为是普列汉诺夫（Ｇ．
Ｖ． Ｐｌｅｋｈａｎｏｖ）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的重大发
展。 事实上也是如此。 因此，这种普遍的社会心理
对于人文学术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察百
姓耳目之实”最重要的意义，就是通过了解社会大
众的日常生活经验，进而把握其中蕴含的社会心理，
从而对文本意义生成的内在机制有更加准确的把
握。 其次，具体到人文学术的研究中，所谓“共识”
还指在学术共同体中学人们的普遍认同。 什么是真
学问，什么是假学问，学术圈里的人是有共识的。 说
到底，做学问就是“讲道理”，大家都认为有道理，而
且是那种“人人心中有之，人人笔下无之”的道理，
那就是真学问。 一种学说只有在学术共同体中得到
广泛认同，才可能成为真学问。 只有自己觉得有道
理，在别人那里或者觉得是胡说八道，或者根本不知
所云，那很可能就是假学问。 运用文献材料去证明
一个事实，这当然是真学问，但不是阐释学意义上的
真学问，因为它并不涉及文本意义。 只有在充分参
考古代的和当下的各种文献材料的基础上展开文本
分析，并得出关于文本的新理解，才是阐释，这种新
理解也就是文本意义。 换言之，建构文本意义的阐
释活动本质上不是证明一个事实，而是讲道理，讲出
关于文本含义的道理。 正如在日常生活中讲道理的
目的在于说服人，所讲的道理是不是真道理，需要具
有普遍性的生活经验来印证，文本阐释所讲的道理
也需要用学术共同体中具有普遍性的学术经验来印
证。 在日常生活中，所谓“耳目之实”自然是指耳闻
目睹的生活经验，在学术研究中则可以指学术共同
体中的普遍经验，这是一种不一定可以说清楚，但
确实存在的东西，是一种约束着学术研究的无形的
规则。

墨子说的“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
之利”是讲“用”，即一种治国之术的实际效用。 在
这里可以引申为“应用”，也就是伽达默尔（Ｈ． Ｇ．
Ｇａｄａｍｅｒ）阐释学所强调的“应用”。 伽达默尔认为
阐释本质上乃是一种视域融合的过程，阐释的结果，
即文本意义不是对文本固有意义的揭示，而是一种
“效果历史意识”。 阐释者与阐释对象同处于历史
过程之中，是同一个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因而一切
阐释都具有自我阐释的意味。 换言之，一切阐释不
仅具有历史性，而且具有当下性，其当下性正来自于
其历史性。 所以一切阐释也都具有应用性———指向
当下，针对当下，用之于当下。 这里的“应用”并不
是功利主义意义上的，不是阐释者有意为之的，也不
是先进行阐释，得到阐释结果之后再用之于实践的

意思。 阐释学意义上的“应用”是阐释行为及其结
果固有的，是其一部分，具有本体性质。 阐释的对象
无论如何久远，阐释行为本身永远是当下性的。 这
就决定了“应用”必然是阐释的固有属性。 此“应
用”有点像王阳明所说的 “行”， “知行合一” 的
“行”。 “知”的对象可能是千百年前的圣人之说，但
“行”永远是当下性的。 王阳明反复强调，不是先知
了然后去行，而是知便是行，知之中即包含着行，没
有脱离“行”而独存的所谓“知”。 伽达默尔和王阳
明的区别乃在于后者的“行”更多的是道德实践意
义上的，而伽达默尔则不限于道德范围。 按照王阳
明的意思，真正的“知”，在其展开过程中同时已经
是在“行”了，“知”和“行”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
面，否则便不是真的“知”；按照伽达默尔的意思，在
阐释的展开过程同时已经把文本中的意义应用于当
下了，离开了这种当下应用的阐释也不是真正意义
上的阐释，而且也不可能存在这种阐释。

　 　 三、意义与知识

就其产生而言，文本意义是个别的、特殊的，只
存在于阐释主体与文本之间的阐释关系中。 这里有
一个重要环节需要强调：文本意义既然只是面对特
定阐释者才会显现出来，那么它是如何获得普遍性
的？ 换言之，文本意义是如何跳出文本与阐释者的
关系而进入到学术共同体之中的？ 这里必然存在一
个转换环节，没有这个环节，文本意义作为阐释的结
果就只存在于阐释者的意识或者言说之中，不能获
得普遍性，也就无法成为公共话语。 不能成为公共
话语的阐释就毫无意义可言。 这里的关键环节就是
“知识化”，产生于阐释关系中的文本意义，只有成
为知识才能脱离阐释关系而转化为具有普遍性的意
义。 因此，文本意义的知识化乃是文本阐释成为有
效阐释的关键环节。 很显然，文本意义的知识化过
程，也就是其突破文本与阐释者的阐释关系而进入
学术共同体的过程。

何为“意义”？ 在现代汉语语境中，归纳起来，
这个词主要有两大意指。 一是词语或文本所表达的
内容，与“含义”和“意思”一词相近。 例如，说“这个
符号的意义是什么？”或者“如何理解这句话的意
义？”都是在这个层面上说的。 二是指价值和作用。
例如，说“这样做有什么意义？”“这是一件很有意义
的事情”等。 在阐释学语境中，“意义”这个概念通
常是指阐释的结果，是在阐释过程中阐释主体与文
本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是指可以从阐释对象表面
含义中发现或揭示出来的隐含的东西。 如前所述，
作为阐释结果的“意义”不是主观任意的，不是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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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的，它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因而也就具有真和
假的问题。 于是随之而来就出现一个问题：意义等
于知识吗？ 或者说意义可以成为知识吗？ 这里我们
遇到了三个层次的难题：第一，人文学术可以生产知
识吗？ 第二，文本意义等于知识吗？ 第三，判断知识
的基本标准是真假还是对错？

何为知识？ 这是一个看上去不言而喻的问题，
但实际上即使人文学者也未必能够说清楚。 如果不
用学术术语，仅从日常生活角度看，知识无非就是被
人们普遍接受的、经过了实践检验的生活经验。 例
如我们说“事出反常必有妖”，这就是一种生活知
识，它一方面说明违反一般生活规律、习惯的现象可
能会导致不可预测的结果；另一方面提醒人们遇到
反常现象时要保持足够的警惕。 这是从生活经验中
总结出来的有用的知识。 同样的道理，在学术研究
中，知识也是指那些历代学者们总结出来并以学术
话语呈现的提法、命题、概念、范畴和观念。 一般来
说，在自然科学中，凡是经过实证手段检验过的研究
结果就可以算是知识了，在人文学术领域的情况如
何呢？ 是不是经过上述“三表法”检验过的就是知
识呢？ 实际上并不如此简单。 我们前面说的用“三
表法”来检验阐释结果，那是属于个人研究过程的
事情，在人文学术领域，一种研究成果，例如关于文
本的阐释，即文本意义，并不等于知识，它还需要经
过“知识化”的过程。 这个知识化不再属于阐释过
程，而是进入到意义的传播过程。 换句话说，一个阐
释结果能不能成为知识，主要不是由阐释者个人决
定的，而是由特定学术共同体决定的。

对于人文学术研究来说，知识有两种基本形态：
一种可以称为事实知识；一种可以称为意义知识。
凡是可以通过感官觉知或者实证手段确证的知识都
是事实知识；凡是关于文本含义及其关联性因素的
阐发和论证的都是意义知识。 例如，在文学史研究
中，那些关于作者生卒年、作品产生时间、版本真伪
及作品流传的梳理、辨析与考证一律属于事实知识
范围；而关于作品文化蕴含、政治隐喻、哲学意味以
及意识形态等关联性因素的探讨则属于意义知识范
围。 一般来说，事实知识的知识化过程比较简单，只
要有确凿可信的文献材料就不难得到普遍认同，在
这个层面上可以说“学术研究就是用新材料取代旧
材料”。 然而文本意义的“知识化”就远非如此简单
了，要复杂得多，因为这里涉及价值观、趣味等高层
次的精神因素，所以获得广泛认同是很困难的。 尤
其是在严重缺乏严肃合理的学术规范的学术环境
中，你说得再有道理，再有新意，大家都忙着自说自
话，根本无暇理睬你，你也只好徒唤奈何。 在这种情

况下，文本意义的知识化显然是困难的。 在学术研
究中，意义不能转化为知识，就只能淹没在众声喧哗
之中，就像流淌在沙漠中的河流终将被广袤无垠的
沙漠所吞食一样。 阐释者揭示的文本意义首先要转
化为知识，然后才会形成标示性概念，然后才能形成
学派，如此学术才会繁荣。 不能经过知识化的文本
意义就不成其为知识，而不能成为知识的意义对于
学术共同体来说是没有价值的。 简言之，从阐释学
的角度看，所谓知识就是在学术共同体中被普遍理
解并得到广泛传播的意义。

如此说来，知识就是意义的固定化或者形式化，
同时也是意义去个人化的过程。 根据英国哲学家波
兰尼（Ｍ． Ｐｏｌａｎｙｉ）的研究，任何知识都是个人创造性
的产物，因此无不带有个人的印记。 据此他提出
“个人知识”的概念，认为任何知识都包含着“默会
知识”的部分［５］，换言之，说出来的知识只是显性知
识，其背后还存在着说不出来的“隐性知识”，后者
是与研究者个人的知识结构、人生经历、兴趣爱好相
关联的因素，是知识创造的动力。 就知识的产生而
言，波兰尼的这种观点是很有说服力的，知识看上去
是公共性的，没有任何私人色彩，但实际上却是个人
创造性的产物。 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这就是任何
“个人知识”要成为“公共知识”而获得普遍性，都必
然要经过“去个人化”的过程。 在知识的创造过程
中，个人因素起着重要作用，但在知识的传播和应用
过程中，则是公共性占据主导地位。 当我们把“古
史辨”派“层累地造成古史说”作为一种百年前产生
的知识来理解和阐释时，是不会想到这种观点的产
生与顾颉刚先生喜欢看戏这样纯粹的个人爱好有什
么关系的。 从阐释学角度看，任何阐释都是个人行
为，带有鲜明的个人特点，阐释的结果也都必然带有
个人性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文本意义在它产
生的时候都是一种“个人知识”。 然而如果不进入
学术共同体之中，任何纯粹个人的理解和阐释都是
毫无意义可言的，阐释的本质是对话，不仅是阐释者
和文本的对话，而且也是阐释者与阐释的接受者的
对话。 阐释总是一个寻求承认的过程，是预设了接
受者的。 验之于日常经验，讲道理总是给人听的，目
的是说服人。 阐释也是一样，阐释者总是希望把自
己的独到之见传达给别人并获得他们的认同。 否则
为什么要阐释呢？ 在人文学术领域，知识本质上乃
是“共识”的话语表征，是不同的“个人知识”相互碰
撞、彼此渗透融汇的结果。 在这个意义上说，阐释是
达成共识的主要途径。 阐释的过程具有个人性，但
阐释的结果必须经过公共化的过程才会成为有效阐
释。 张江教授所强调的“公共阐释” “公共理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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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阐释的公共性” 等，在我看来，都是在强调阐释
所产生的意义只有经过公共化过程之后才会成为知
识，因此，公共化也就是知识化。

　 　 四、结束语

在人文学术领域，意义、知识、阐释三者密不可
分。 阐释产生意义，意义转化为知识，而知识又成为
阐释的前理解。 也就是说，阐释是知识生产不可或
缺的手段。 理论上是如此，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例如，古往今来，在人文学术领域阐释者无数，但能
够转化为知识的阐释结果又有多少？ 春秋战国时期
号称百家争鸣，面对周代贵族文化遗存，实际上的阐
释者不知有多少，仅孔门的“弟子三千”哪个不是阐
释者？ 然而诸子百家流传后世而成为知识的却屈指
可数。 当下的学术界，任何一个学科，研究者动辄万
数，有多少研究成果可以成为知识？ 一般来说，不能
成为知识的阐释就是无效阐释。

需要指出的是，知识具有客观性，所以“真”与
“假”是判断一种言说是不是知识的主要标准。 但
是知识并不等于真理。 能够成为知识的思想、观点
并不意味着是正确的。 在日常生活中，知识就是经
验的总结。 我们说太阳从东方升起，这是经验而不
是科学。 在经验范围内这是无可争议的，可以经得
起“百姓耳目之实”的检验，因此是真的知识，但不
是真理。 在人文学术研究中，那种具有冲击力且有
相当一部分学者认同的学说就有可能成为知识而得

到传播，但它也不等于真理。 知识具有客观性，对于
不认同其观点的人它依然是知识。 有些儒家学者不
认同佛老之学，但这并不妨碍唐宋之后许多儒家学
者暗中从中汲取营养。 因此说一种学说或观点是真
知识，只是说它们在一个学术共同体中受到重视并
得到一定程度的传播，从而经过了“知识化”的过
程，并且具有了某种客观性的话语形式。 这就意味
着，在人文学术领域，真假问题归根结底乃是在学术
共同体中得到认可的问题。 一种文本意义或阐释结
果被学术共同体中相当一部分成员认可，也就获得
进入此一共同体的准入证，成了众声中的一种声音，
于是成为知识。 此意义和知识就是真的。 这也就意
味着，人文学术中的阐释和知识具有相对性和历史
性，并不是永恒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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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陈维政，校．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８１．

Ｏｎ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

Ｌｉ Ｃｈｕｎｑ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gｕａgｅ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Ｇｕａｎgｚｈｏｕ ５１０００６，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ｌｌ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ｓ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ｔｏｗａｒｄ “ｔｒｕｔｈ”；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ｉｔ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ｃａｌｌｅ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Ｎａｔｕ⁃
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ｐｕｒｓｕｅ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ｏｆ ｆａｃｔｓ，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ｐｕｒｓｕｅ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Ｉｔ ｉｓ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ｙ ｎｏｒ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ｂｕｔ ａ ｂｉｄｉ⁃
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ｔｏｗａｒ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ｓ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ｘｔ
ｎｏｒ ｃｏｎｆｅｒ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ｒ；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ｉｔ ｉ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Ｈｏｗ， ｔｈｅ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ｎａｍｅｌｙ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ｂｅ ｊｕｄｇｅｄ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Ｉｆ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ｉｓ ｔｏ ｓｅｒｖｅ
ａｓ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ｗｈａｔ 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 ｄｏｅｓ ｔｈｉｓ ｔｒｕｔｈ ｃｏｎｓｉｓｔ ｉｎ， ａｎｄ 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ｉｔ ｄｉｆｆ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ｏｆ ｆａ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ｉ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ｗｉｓｄｏｍ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Ｍｏｚｉ’ｓ “Ｔｈｒｅ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Ｓａｎｂｉａｏ）， ｓｔｉｌｌ
ｏｆｆｅｒ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责任编辑　 张立荣　 责任校对　 张立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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